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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研究

刘淑春
1,  林洲钰

2,  林汉川
3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2.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3.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 本文采用中国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不同地区的宗族文化，考察宗族文化影响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研究发现，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了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基于影响

机制的探究发现，位于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地区的企业表现出以姓氏趋同为特征的董事会结构、

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创新投入。结合影响情境的考察发现，政府持股缓解了宗

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本文考察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渊源的

新兴经济体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和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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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和提炼形成

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Peng，2004），通过文字形式记载于族谱等字里行间，持续传

承延续和扩散的文化类型，表现为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封闭性、等级性、自给性等在内的文

化特征（费孝通，2019；李国庆，2005）。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宗族文

化在影响和建立人际关系、组织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文化被认为是历史发展

过程中演化出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认同、思维模式、内部信任等规范（Greif和
Tabellini，2010）。基于宗族文化影响下“圈内人”之间互利互惠模式获得了成员之间的认同关系

和情感依附，为内部成员提供了包括信息共享、融资安排、外出就业等便利（刘冲等，2021；潘越

等，2019a），巩固了以圈层关系的小团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微观个体同外界市场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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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式，但也更容易导致信息扩散的不均匀和机会分布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宗族文

化强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圈层模式不同，数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文明时代新兴

科技的代表，提倡开放、融合和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万物互联模式更快更好实现信息资源的

高效配置，这也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陈冬梅等，2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网络提供

了缓解融资约束、供给稀缺公共品等现实便利。来到数字经济时代，宗族文化是否还能够持

续发挥类似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作用?具体而言，地区宗族文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

本文采用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地区宗族文化，考察传统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及其经济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地区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表现出显著的抑

制效应，而宗族文化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宗族

文化对企业数字化活动抑制效应。本文揭示出在地区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活

动的响应模式，为解决备受关注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理论解释。本文可能

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文丰富了文化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容，实现了从文化领域向企业数字化领域交

叉研究的拓展。现有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体现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促进了银行发展、强化家族化治理模式和促进移民就业等正面影响方面（Zhang，2020；刘冲

等，2021；潘越等，2019a），而忽视了宗族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及其治理问题。本文将地

区传统文化概念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下，揭示出地区宗族文化因素是引发数字技术应用

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为治理广受关注的数字鸿沟和数字转型障碍问题提供了来自制度理论

和文化视角的对策启示。

其次，本文拓展了企业转型领域的研究。文化视角解读企业转型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Zingales，2015；陆铭和李爽，2008）。相较于可见的有形因素，无形障碍对企业转型的

影响往往表现更为隐蔽，也容易被忽视。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数字化转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改进方向，各方评价不一（陈冬梅等，2020；何小钢等，2019；毛基业和王伟，2012）。
在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众多因素中，既有受限于资金、人才和组织等有形因素，也包括根植于

人们行为习惯、传统观念等无形因素的束缚。针对非正式制度角度的研究不但可以为从现有制

度框架下评估影响企业转型差异提供一个独特视角，还可以为推动完善中国企业转型治理体

系提供有益借鉴。

 二、  研究假设

1.企业数字化转型演进过程：地区宗族文化的作用

企业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包括资金、人才等有形资源制约，也受到价值文化、思想理念等无

形因素的影响（Gupta等，2019）。首先，以血缘纽带、地缘关系、农耕活动、聚居特征为主要特征，

构成了宗族文化发展延续的主要基础。具体而言，宗族文化强调本群体内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和姓氏关系为纽带，凸显了本宗族内部认知与信任半径的局限（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也放

大了与宗族外部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以宗族影响范围为边界的认知体系和相对封闭性的圈层

结构，最终形成有别于市场规则外的“圈内”和“圈外”交换体系。这种独特的“圈子”“圈层”结构

也容易产生“信息孤岛”效应，由此带来的“讲关系”“论圈子”等隐性契约模式限制了受其影响

的企业与外界市场进行更加广泛信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交流。具体而言，宗族文化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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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人角色容易导致人为信息壁垒和隔阂，相关的裙带关系更有可能降低信息传播效率和

增加信息获取成本，引起了信息技术发展在“圈内”和“圈外”区间传播不平衡状况，也加剧数字

鸿沟问题。与宗族文化强调圈层关系不同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基

础，高度互联的特征突破了传统国家、地区的地理界限和产业边界（陈冬梅等，2020），使整个世

界各个微观实体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社交电商”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网

络服务形态多元化的兴起，基于区块链技术为主要驱动的“去中心化”“去中间化”“去边界化”
的企业转型已经为显著趋势。在突破了原有组织边界约束后，微观企业组织与市场之间得以在

更大范围上实现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加速了全社会各个组织之间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节

奏。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下的圈层结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更多桎梏和束缚。

其次，文化的积淀与演进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进程，往往经历若干个世纪的沉淀和积累，而

数字技术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生态体系，呈现快速迭代、日新月异的崭新形态。数字经济时代新

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和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折射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所具有的高创新性、强

渗透性、广覆盖性等发展特征，需要企业快速地洞悉当下的形势、挖掘前所未知的机遇。从这个

意义上看，宗族文化下时空间观念和价值理念对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代表的企业数字理念

产生了挑战。具体而言，宗族下的宗法家长遗风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文化特征，在实现统

一内部思想认识和提升宗族向心力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成员变得相对保守

和封闭，由此衍生出的任人唯亲风格和保守排外的地域传统，会降低以人才要素多样性为特征

的外部新鲜“血液”的注入，从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层面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最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宗族文化依托繁衍的经济基础，小农意识影响下

的自给自足和故步自封使得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也改变了受其影响个体

的风险偏好，更有可能趋向“小富即安”的传统预期。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影响下的保守

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提倡的“大胆尝试、敢于冒险”的开拓创新理念形成了鲜明对照。企业数字

化转型体现了对未来技术路径的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包括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发、区块链等

新模式的引入，以及物联网等新场景的应用。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

确定性，需要企业勇担风险、快速学习、创新变革来不断适应快速变革的数字经济时代。由此可

以看出，宗族文化的影响使得企业更有可能趋向固守传统领域和规避风险高的投资项目，从而

在资本要素投入层面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2.地区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权力下沉”情境的考察

纵观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治理结构，古代中央集权统治因交通设施、通信条件等限制，行

政管辖权只能落到县级机构，带来了“皇权不下县”，以及官僚集团权力悬浮于广大乡村之上的

突出问题，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君主专制 、官僚科层化和以宗族和士绅为首乡村自治共存

的传统政治格局（周飞舟，2009）。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得以全面渗透，并对传统的

宗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通过现代化的组织体系不断下沉，逐渐改变着传统宗族的治理结构，

国家制度引入的行政权威、法制权威和市场权威构成了对传统宗族家长制权威的多元制衡（王

阳和刘炳辉，2017）。政府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机构，其目标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能够从全

社会的总体立场出发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进行协调，有助于发挥对区域和局部利益关系格

局的调整和改造。

在国家权力向社会行使经济管理过程中，国有资本承担了重要角色（Bai等，2006），国家意

志和利益决定了对其资本拥有控制权范围内企业的影响力。国有资本影响下的企业所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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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一整套制度基础，具体包括现代企业章程、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人

事、财务和经营决策等一系列具体规章制度落实等举措。在国有股权影响下公司治理制度的夯

实和完善有助于减弱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转型发展的影响，使得企业能够更好适应社会大生

产时代在人才选用、制度流程等方面的环境要求，更好实现转型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
假设2：国有股权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3.地区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跨文化交流”情境的考察

国家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跨国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技术、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促进

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西方文明在哲学理念、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

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改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跨国资

本不但给东道国带来了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也带来了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价值观念交流和理

念碰撞（Li等，2011）。
外资的进入优化了企业的治理结构体系，股权结构的调整带动治理结构实现各方力量在

有效制衡基础上的深入合作，通过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规范运转，进一步带动企业文化、经营

理念、发展思路等各领域的碰撞和深度交流，为公司科学治理和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看，相对于本土机构，外资股东往往在地位上更加客观独立，依托相关专业知识

的独特优势，能够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导向和规范运营产生更加有效的监督强化作用。不仅如

此，外资股东依托所具有投资网络，能够帮助企业建立起全球视野、海外联系和信息网络，在此

基础上减弱传统宗族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更好适应数字化经济时代的转型要求。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外资股权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变量的定义

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公司核心业务和主要商业模式的转换升级和变革过程。

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强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底层技术架构（戚聿东

和肖旭，2020）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其次，在实施路径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借

助前沿数字技术与硬件系统来推动企业生产资料与过程的转型升级过程（吴非等，2021）。在总

结现有研究基础上（埃森哲课题组，2019；陈冬梅等，2020；陈剑等，2020；戚聿东和肖旭，2020，
吴非等，2021），本文采用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关于

数字化的详细描述，通过逐条人工阅读方式排除歧义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删除包含公司的股

东、客户、供应商、公司高管简介等无效文本内容，同时排除词根存在“没”“无”“不”等否定词前

缀的表述情形，在此基础上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出现的次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

指标①。本文使用转型规模（关键词词频加1的对数值）和转型强度（关键词词频占总字数的比

重）作为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变量。

 ①参见现有研究的成熟做法，本文选用的具体词汇包括：（1）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
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2）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算力、数据化、信息资产、数据中心、海量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
（3）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
信息物理系统。（4）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5）数字技术的应用：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
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
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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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有研究的成熟做法，本文通过证监会指定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整理获得全部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件，从上市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涉及“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词频统计角度来刻画其数字化转型程度，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企业数字

化转型这类特征信息更容易体现在企业具有总结和指导性质的年报中（吴非等，2021）。年报中

的词汇用法能够折射出企业的战略特征和未来展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企业所推崇的经营理

念及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的发展路径。企业年报，是上市企业一年一度对其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概

况、财务业绩等核心信息进行披露的报告，是上市企业公布经营战略和信息披露的官方权威文

件。企业年报承担着宣示企业战略，提升企业治理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的重要任务，已经

成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并进行有效沟通的主要媒介渠道。企业通过将重大事项和发

展战略通过年报及时对外披露，能够有效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选取上市企业年

报作为评估企业战略转型行为的信息媒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张叶青等，2022）。
中国社会的宗族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①。家谱是以记载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血缘

关系、人物典故为中心的历史典籍，是宗族繁衍迁移、发展传承的重要见证和文献记录，也是宗

族文化传承延续和传播扩散的重要历史档案和文字载体（Peng，2004）。中国的家谱一般都包含

有家规族训，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通过“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

修”的形式绵延传承，对维系宗族权威、促进宗族关系的巩固延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考现有研

究（Zhang，2020；刘冲等，2021；潘越等，2019b），在宗族文化的度量方面，本文从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手工整理并获取了清朝至1990年各地区的族谱数据，在此基础上整

理各个地区的族谱卷数，并结合通过各省的人口数量构建地区层面宗族文化指标，获得当地每

万人拥有的族谱数量。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浙江（2.80）、湖南（1.62）、江西（1.20）、江苏

（0.80）、福建（0.79）、安徽（0.59）、湖北（0.40）、上海（0.27）、广东（0.27）、重庆（0.15）分别位列地

区族谱密度前10位②，这意味着宗族文化浓厚地区更多集中于中国南方和东部地区，和现有研

究发现中国宗族文化其分布呈现出“南盛于北、东强于西”的发现保持一致(潘越等, 2019b)。本
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盈利能力、负债水平、两职合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

权制衡度、市场化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外资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上市企

业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市场化程度来自于樊纲指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外资

水平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第一代iPhone苹果手机于2007年上市为标志事件开启了移动互联

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新纪元，为了准确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本文选取A股上市企业

2008—2021年数据，本文进一步剔除了金融业，以及由于财务状况或经营状况出现异常而被特

别处理的企业，最终得到2 947家企业，25 174个观测样本。

（二）模型与估计策略

参考现有研究做法，本文构造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模

型1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Clan）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的直接影响，模型2从 “政府持股”
“境外投资者”的研究情境（Moderator）出发，考察了利益相关者对地区宗族文化（Clan）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Digit）的影响差异。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

（Firm control）,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文中分别控制了行业（Industry） 和年份（Year）等相关

因素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本文按照1%与99%的水平对变量进行

了缩尾处理（Winsorize），来控制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

 ①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强调了族谱与国史、地方志同等重要的地位。
 ②数字单位：部 / 每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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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转型规模

统计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MD&A）中出现和数字化转型有关
内容的词语数量加1取对数

转型强度
统计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出现和数字化转型有关内容的词语

除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总字数③

解释变量 宗族文化
使用各省的族谱卷数数量除以当地人口数量（万人）加以衡量，

得到当地每万人拥有的族谱数量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资产的对数值
企业年龄 经营期限的对数值
盈利能力 企业利润除以企业资产
负债水平 企业负债总额除以企业资产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标记为1，否则为0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企业股份比例
股权制衡度 第2~5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高科技行业 本文将高技术行业④标记为1，否则为0
市场化程度 当地市场化指数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当地GDP水平的对数
地区外资水平 当地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除以GDP水平

 

Digitit = β0+β1Clani+β2Firmcontrolitit + Industryi+Yeari+εi （1）

Digitit =β0+β1ClaniModeratorit +β2Moderatorit +β3Firmcontrolitit

+ Industryi+Yeari+εi
（2）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样本企业所在地区的宗族文化的均值（标准差）为

0.65（0.84），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的宗族文化氛围呈现显著不同，而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均

值（标准差）为0.92（1.15），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均值（标准差）为0.44（1.10），表明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差异程度很大。宗族文化分别与企业数字化的转型规模、转型强度负相关，表明不同地区

宗族文化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抑制因素，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控制

其他影响因素和相关统计学方法，排除其他可能的替代解释。

 四、  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一）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表3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1列和第4列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第1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4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

应的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3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这初步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第2列和第5列中，在

加入企业和地区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后，宗族文化对转型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保持稳定。第

3列和第6列中，在加入企业、地区宏观层面以及行业、年份控制因素后，第3列宗族文化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6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6列中，宗族文化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4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发

 ①为了系数展示的方便，本文将该变量乘以1 000加以处理。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高技术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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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地区宏观因素影响后，在地区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地区，当地企业表

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

抑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假设1得到了支持，这意味着宗族文化下释放的资源效应可能不是主

要影响因素，而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思想意识和宗法观念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更显著的抑

制效应。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

和种类也在不断丰富，为了打开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本文从转型速度①、转

型多样性②等角度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

在保留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样本企业情况下，表4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结

构的影响。第1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速度的影响系数为−0.61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

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速度。第2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

多样性的影响系数为−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转型
规模 1

2
转型
强度

0.76*** 1

3
宗族
文化

−0.03***−0.03*** 1

4
企业
规模 −0.01 −0.04***−0.10*** 1

5
企业
年龄

0.08*** 0.02** −0.04*** 0.17*** 1

6
盈利
能力

−0.07***−0.05*** 0.05*** 0.04*** −0.07*** 1

7
负债
水平

−0.08***−0.08***−0.04*** 0.52*** 0.13*** −0.25*** 1

8
两职
合一

0.11*** 0.08*** 0.06*** −0.18***−0.05*** 0.01 −0.15*** 1

9
机构投
资者持
股比例

−0.13***−0.12***−0.04*** 0.43*** −0.01** 0.15*** 0.21*** −0.20*** 1

10
股权制
衡度

0.12*** 0.09*** 0.02** −0.11*** 0.02** −0.03***−0.12*** 0.05*** −0.24*** 1

11
高科技
行业

0.16*** 0.05*** 0.04*** −0.15***−0.07***−0.04***−0.10*** 0.10*** −0.14*** 0.07*** 1

12
市场化
程度

0.21*** 0.12*** 0.33*** −0.02*** 0.12*** −0.01* −0.09*** 0.16*** −0.13*** 0.09*** 0.13*** 1

13
地区经
济发展
水平

0.22*** 0.10*** 0.20*** −0.02*** 0.21*** −0.03***−0.08*** 0.15*** −0.18*** 0.14*** 0.18*** 0.73*** 1

14
地区外
资水平

−0.05*** 0 0.01 −0.02***−0.15*** 0.02*** −0.02*** −0.01 0.07*** −0.06***−0.02*** 0.22*** −0.19*** 1

均值 0.92 0.44 0.65 22.20 2.75 0.06 0.41 0.28 43.13 0.74 0.28 8.12 10.52 0.02
标准差 1.15 1.10 0.84 1.29 0.40 0.07 0.20 0.45 25.18 0.63 0.45 1.62 0.76 0.01

 ①同时参考现有研究，转型速度采用当年累计的数字化转型词频数量除以数字化转型累计年份获得，例如企业年报第1年的数字化词频
为30次，第2年的数字化词频为20次，第3年的数字化词频为10次，则第1年、第2年和第3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分别为30/1=30，(30+20)/2=25，
(30+20+10)/3=20。

∑n
i=1

[
Numi∑n

i=1 Numi

]2  ②同时参考现有研究 (Tan等 ,   2021 ) ,企业转型多样性采用（1 -赫芬达尔指数）获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赫芬达尔指数通过

计算获得，Num为具体项目词频数量，例如企业在当年的数字化转型词频统计为总词频14，具体内容包括“人工智能”3次，“移

动互联”5次，“云计算”6次，则赫芬达尔指数为(3/14)2+(5/14)2+(6/14)2=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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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转型内容更为单一。

参考现有研究（吴非等，2021），本文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内容划分为“技术开发”①与“技术

应用”②，一般认为技术开发一般周期长，风险高，而技术应用则风险相对可控。结果显示，在表

4第3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规模③的影响系数为−0.0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之

对应的第4列，宗族文化对技术应用（规模）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限制“技术开发”类的投资项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开发周期

长，风险大，而宗族文化影响更大地区企业更多选择风险小和见效快的技术应用类数字化过程。

 

表 3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准模型回归

被解释变量 转型规模 转型强度
宗族文化 −0.040*** −0.134*** −0.066*** −0.037*** −0.095*** −0.040***

（0.008） （0.009） （0.007） （0.008） （0.009） （0.008）
企业规模 0.089*** 0.079*** 0.041*** 0.050***

（0.007） （0.006） （0.007） （0.007）
企业年龄 0.122*** −0.095*** −0.008 −0.046***

（0.017） （0.017） （0.018） （0.017）
盈利能力 −1.180*** −0.065 −0.933*** −0.211*

（0.120） （0.103） （0.123） （0.111）
负债水平 −0.581*** −0.126*** −0.411*** −0.093**

（0.044） （0.039） （0.047） （0.045）
两职合一 0.141*** 0.057*** 0.095*** 0.044***

（0.017） （0.014） （0.018） （0.016）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3*** −0.000 −0.004***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股权制衡度 0.114*** 0.007 0.100*** 0.016

（0.012） （0.010） （0.013） （0.010）
高科技行业 0.301*** 0.717*** 0.051*** 0.397***

（0.017） （0.018） （0.016） （0.014）
市场化程度 0.146*** 0.043*** 0.101*** 0.024***

（0.008） （0.006） （0.007） （0.00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08 −0.016 −0.053*** −0.011

（0.015） （0.013） （0.014） （0.013）
地区外资水平 −6.261*** −0.989** −1.977*** 0.176

（0.559） （0.487） （0.495） （0.444）
常数项 0.948*** −2.185*** −1.653*** 0.468*** −0.332* −0.967***

（0.009） （0.176） （0.167） （0.009） （0.175） （0.169）
行业和年份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Adj-R2 0.001 0.108 0.407 0.001 0.043 0.308
样本量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①参考现有研究的标准做法，技术开发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
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数据挖掘、
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
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
合约。

 ②参考现有研究的标准做法，技术应用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
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
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③采用技术应用（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获得的结论和表4中采用技术应用（规模）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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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传导机制

宗族文化强调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认同结构，其形成的以宗族为边界的熟人

网络和“短半径”特征模式，与数字经济时代强调的突破原有边界、万物互联模式形成鲜明对

照。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从影响治理结构、保留本土意识、

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借助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

科机制变量检验方法，构建影响机制传导模型来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渠道。

首先，参考现有研究 (Tan等, 2021)，本文选取董事会成员姓氏的集中程度①作为宗族文化

影响下姓氏关系和亲缘纽带形成的圈层结构的度量指标，表5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

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姓氏集中为特征的董事会治理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强化

了当地企业在治理结构以姓氏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差序格局特征。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往往需要多样性的社会资本投入，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专有圈层网络往往无法满足数字化过

程的变革需求，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 4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结构特征解析

被解释变量 转型速度 转型多样性 技术开发 技术应用
宗族文化 −0.615*** −0.016*** −0.090*** −0.011

（0.095） （0.003） （0.011） （0.010）
企业规模 0.292*** 0.015*** 0.065*** 0.059***

（0.094） （0.003） （0.009） （0.009）
企业年龄 −1.031*** −0.024*** −0.038 −0.058**

（0.281） （0.008） （0.025） （0.026）
盈利能力 −6.073*** −0.060 −0.417*** −0.085

（1.359） （0.039） （0.143） （0.134）
负债水平 −0.266 −0.014 −0.118** −0.001

（0.612） （0.017） （0.058） （0.056）
两职合一 0.419** 0.012** 0.005 0.038**

（0.188） （0.006） （0.019） （0.019）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16*** 0.000** −0.002*** −0.000

（0.004） （0.000） （0.000） （0.000）
股权制衡度 0.315** 0.000 −0.006 0.035***

（0.143） （0.004） （0.013） （0.014）
高科技行业 4.055*** 0.176*** 0.677*** 0.369***

（0.203） （0.010） （0.027） （0.027）
市场化程度 0.334*** 0.012*** 0.043*** 0.020**

（0.089） （0.003） （0.009） （0.009）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76 −0.002 −0.036* 0.037*

（0.196） （0.006） （0.020） （0.020）
地区外资水平 13.275* 0.056 −0.601 1.578*

（7.745） （0.266） （0.803） （0.849）
常数项 −8.602*** −0.360*** −1.524*** −1.613***

（2.506） （0.089） （0.268） （0.270）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325 0.199 0.353 0.181
样本量 12 836 12 836 12 836 12 836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①本文借助计算董事会姓氏集中度HHI的方法为公司董事会不同姓氏所占比例的平方和，例如一个上市公司有10名董事，其中姓陈董事
3名，姓王董事2名，姓张董事5名，则公司姓氏集中度为 (0.3)2+(0.2)2+(0.5)2=0.38，该指标越大，代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姓氏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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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海外学习和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在给公司引入更多新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

了潜在观念冲突和认知更新效应，从而更有可能对公司发展战略产生持续改造和修正作用

(Luo等, 2021)。表5第2列显示从国际人才引进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本文选取有海外学习和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数量作为企业人才国际化的度量指标，表5
第2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用人国际化意愿。究其原

因，一方面，引进海外工作经历人才在给企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新鲜资讯、专业知识和技术引

进，也从文化层面为企业带来文化重塑效应，形成了区别于宗族文化所强调的乡土意识和本土

人才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新型结构。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往往需要企业建立更广泛的

社会联系和多元要素投入，而传统模式下以地域特色和本土特征为基础的人才构成模式已经

无法满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对人力资本要素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出对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 5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

被解释变量 姓氏集中度 人才国际化程度 创新投入
宗族文化 0.001*** −0.032*** −0.973***

（0.000） （0.004） （0.050）
企业规模 −0.004*** 0.084*** 1.161***

（0.000） （0.003） （0.049）
企业年龄 −0.003*** −0.078*** −0.601***

（0.001） （0.009） （0.123）
盈利能力 0.015*** 0.018 −4.082***

（0.005） （0.049） （0.701）
负债水平 −0.008*** −0.093*** −0.747***

（0.002） （0.020） （0.280）
两职合一 0.003*** 0.034*** −0.160

（0.001） （0.007） （0.097）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0*** 0.001*** −0.004**

（0.000） （0.000） （0.002）
股权制衡度 −0.002*** 0.071*** 0.172**

（0.000） （0.005） （0.070）
高科技行业 −0.002** 0.039*** 1.712***

（0.001） （0.011） （0.144）
市场化程度 −0.000 0.051*** 0.207***

（0.000） （0.003） （0.05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02*** −0.012* −1.075***

（0.001） （0.007） （0.105）
地区外资水平 −0.028 0.078 5.413

（0.024） （0.273） （4.084）
常数项 0.206*** −1.696*** −10.856***

（0.008） （0.094） （1.375）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064 0.145 0.117
样本量 25 174 25 174 25 174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最后，创新活动在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表5第
3列从风险偏好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选取创新投入作为企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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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偏好的度量指标①，表5第3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

创新投入水平。宗族文化强化了企业风险规避的发展路径进而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投

入是包括企业数字化投资转型的重要保障，但另一方面，创新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带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因素。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而有限的

创新投入水平制约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基于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位于宗族文化越浓厚地区的企业表现出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

圈层治理结构、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保守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差序

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

（三）基于“国家权力下沉”和“跨国文化交流”情境的考察

现代国家体系和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宗族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情境因素。本文进一步选

取企业的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下国家观念和域外文化是否缓解了地

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从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考察不同股东治理结构作

为情境因素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影响差异。

（四）国有股东背景

表6第1列中，“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27，在5%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发挥了缓冲了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作用。第4列结

果显示，“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转型强度的系数为0.04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

东背景的存在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2得
到支持。

（五）境外投资者背景

第2列和第5列中，“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对转型规模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即没有证据

表明境外投资者缓冲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

3未获支持。导致境外投资者调节效应不显著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外资股东在中国上市公司持股

时间相对较短，持股比例也相对较小，可能导致其潜在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3列和第6列的全模型中，交互项“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和“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结

果保持稳定，结合系数差异的检验表明，第3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

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3.21），第6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宗族文

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11.99），表明在缓解宗族文化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方面，国有股东的作用显著高于境外投资者。综合以上分析表明，相对于域外文化，国

家力量发挥了对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产生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五、  拓展性分析：宗族文化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孕育兴起，数字化正发挥

着巨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自索洛1987年提出著名的信息技术“生产

率悖论”（IT投资和生产率提高或公司绩效改善之间缺乏显著联系的现象）以来，有关信息技术

与生产率的研究与争论持续不断。企业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过程往往不是

一蹴而就的，伴随而来的是包括人才在内等资源匹配和约束挑战问题。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和使

用离不开高技能员工的全方位参与，人力资本投入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原因

（何小钢等，2019），通过人力管理实践和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重要支撑作

 ①表5采用创新投入值加1取对数来衡量创新投入水平，本文采用创新投入占销售的比重带入回归表格做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结论依然
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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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宗族文化影响下建立的熟人网络限制了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和选择适合企业数字化

转型所需人才，由此带来的“讲关系”“论圈子”等隐性契约模式和任人唯亲风格、保守排外的地

域传统制约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匹配，使得数字化成果向提升生产率

的转换过程面临的更大的人才约束，从而降低了企业数字化成果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其次，

在多技术开发路径面前，受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小富即安”的传统预期，使得企业更有可

能趋向固守传统领域项目，从而可能失去通过进入新经济赛道带来企业生产率指数级增长的

发展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更有可能减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生产率的提升

 

表 6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情境因素

被解释变量 转型规模 转型强度
宗族文化×国有股东 0.027** 0.027** 0.044*** 0.044***

（0.013） （0.013） （0.013） （0.013）
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 0.003 0.004 −0.003 −0.002

（0.005） （0.005） （0.004） （0.004）
宗族文化 −0.062*** −0.053*** −0.062*** −0.080*** −0.068*** −0.080***

（0.007） （0.006） （0.007） （0.009） （0.007） （0.009）
国有股东 −0.089*** −0.089*** −0.054*** −0.056***

（0.015） （0.015） （0.016） （0.016）
境外投资者 0.005 0.001 −0.003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企业规模 0.084*** 0.079*** 0.084*** 0.019*** 0.014* 0.018**

（0.006） （0.006） （0.006） （0.007） （0.007） （0.007）
企业年龄 −0.078*** −0.094*** −0.078*** −0.117*** −0.126*** −0.118***

（0.017） （0.017） （0.017） （0.019） （0.018） （0.019）
盈利能力 −0.101 −0.067 −0.102 −0.790*** −0.766*** −0.789***

（0.103） （0.103） （0.103） （0.123） （0.122） （0.123）
负债水平 −0.116*** −0.125*** −0.116*** −0.306*** −0.309*** −0.306***

（0.039） （0.039） （0.039） （0.049） （0.049） （0.049）
两职合一 0.044*** 0.057*** 0.044*** 0.066*** 0.076*** 0.066***

（0.014） （0.014） （0.014） （0.018） （0.018） （0.018）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0 −0.000* −0.000 −0.003*** −0.003***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股权制衡度 −0.002 0.006 −0.002 0.088*** 0.094*** 0.088***

（0.010） （0.010） （0.010） （0.012） （0.012） （0.013）
高科技行业 0.715*** 0.718*** 0.716*** 0.041*** 0.042*** 0.042***

（0.018） （0.018） （0.018） （0.016） （0.016） （0.016）
市场化程度 0.043*** 0.043*** 0.043*** 0.097*** 0.095*** 0.097***

（0.006） （0.006） （0.006） （0.007） （0.007） （0.007）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24* −0.016 −0.024* −0.112*** −0.103*** −0.112***

（0.013） （0.013） （0.013） （0.016） （0.015） （0.016）
地区外资水平 −1.017** −0.987** −1.014** 0.036 0.135 0.037

（0.490） （0.487） （0.490） （0.509） （0.506） （0.509）
常数项 −1.727*** −1.696*** −1.731*** 0.795*** 0.808*** 0.801***

（0.166） （0.167） （0.167） （0.193） （0.194） （0.193）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408 0.407 0.408 0.073 0.072 0.073
样本量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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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本文进一步研究将宗族文化作为情境因素影响下，数字化转型成果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的

经济后果。参考现有研究（何小钢等，2019），本文计算了基于LP和OP方法的下一期生产率指

标，表7第1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16，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表7第2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强度”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13，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7第3列基于OP方法生产率的分析显示，“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

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7，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表7第4列中显示，“宗族文

 

表 7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宗族文化的调节作用

被解释变量 LP方法生产率 OP方法生产率
宗族文化×转型规模 −0.016*** −0.007*

（0.004） （0.004）
宗族文化×转型强度 −0.013*** −0.009**

（0.004） （0.004）
宗族文化 0.004 −0.007 −0.018*** −0.021***

（0.005） （0.005） （0.006） （0.005）
转型规模 0.069*** 0.023***

（0.004） （0.004）
转型强度 0.043*** 0.016***

（0.004） （0.004）
企业规模 0.627*** 0.630*** 0.390*** 0.391***

（0.004） （0.004） （0.004） （0.004）
企业年龄 0.007 0.002 0.008 0.006

（0.010） （0.010） （0.010） （0.010）
盈利能力 2.234*** 2.236*** 1.847*** 1.847***

（0.055） （0.055） （0.057） （0.057）
负债水平 0.930*** 0.926*** 0.723*** 0.722***

（0.023） （0.023） （0.023） （0.023）
两职合一 −0.053*** −0.051*** −0.053*** −0.052***

（0.008） （0.008） （0.008） （0.008）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股权制衡度 −0.012** −0.013** −0.011** −0.012**

（0.006） （0.006） （0.006） （0.006）
高科技行业 −0.140*** −0.112*** −0.120*** −0.111***

（0.012） （0.012） （0.012） （0.012）
市场化程度 0.030*** 0.032*** 0.051*** 0.052***

（0.004） （0.004） （0.004） （0.004）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40*** 0.039*** −0.014 −0.014

（0.008） （0.008） （0.008） （0.008）
地区外资水平 1.525*** 1.468*** 2.302*** 2.279***

（0.315） （0.316） （0.326） （0.326）
常数项 −6.206*** −6.216*** −2.794*** −2.798***

（0.112） （0.112） （0.116） （0.116）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770 0.769 0.608 0.608
样本量 25 174 25 174 25 174 25 174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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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强度”对企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9，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研究结

果显示，宗族文化降低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六、  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可能源自未观测到遗漏变量的作用。

本文采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获取发生跨省迁址事件企业样本515个，其中迁址前的

316样本做控制组，迁址后199个样本做处理组（如表8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本文的主要结论保

持稳定。
 
 

表 8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冲击事件

被解释变量 转型规模 转型强度
宗族文化 −0.267*** −0.113**

（0.058） （0.044）
企业规模 0.138*** 0.114***

（0.053） （0.044）
企业年龄 0.047 0.020

（0.121） （0.113）
盈利能力 −1.503** −0.469

（0.732） （0.645）
负债水平 −1.322*** −0.652***

（0.265） （0.231）
两职合一 0.324** 0.131

（0.128） （0.125）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4 −0.007***

（0.003） （0.003）
股权制衡度 0.266*** 0.161*

（0.088） （0.082）
高科技行业 0.222* 0.152

（0.117） （0.113）
市场化程度 0.127** 0.099**

（0.053） （0.040）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19 −0.024

（0.137） （0.116）
地区外资水平 −23.373*** −19.272***

（5.283） （4.591）
常数项 −2.241 −1.662

（1.410） （1.318）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171 0.087
样本量 515 515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二）其他宏观文化因素的影响

除了影响深远的宗族文化外，还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

响。本文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孔庙数量度量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

响，同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寺庙数量测量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

文控制了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如表9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地区宏观文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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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素的情况下本文结论保持不变。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地民族文化也可

能对本文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表9的第3列和第4列本文进一步排除了新疆、宁夏、西藏、广

西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企业样本后，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表 9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控制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转型规模 转型强度 转型规模 转型强度

全部样本 排除民族地区样本
宗族文化 −0.055*** −0.018* −0.056*** −0.022**

（0.009） （0.010） （0.010） （0.010）
儒家文化（孔庙数量） 0.024*** 0.023*** 0.024*** 0.024**

（0.008） （0.008） （0.009） （0.010）
宗教文化（寺庙数量） −0.014** −0.028*** −0.012 −0.030***

（0.007） （0.007） （0.008） （0.008）
企业规模 0.078*** 0.048*** 0.079*** 0.073***

（0.006） （0.007） （0.006） （0.007）
企业年龄 −0.094*** −0.043** −0.089*** 0.052***

（0.017） （0.017） （0.017） （0.016）
盈利能力 −0.064 −0.210* −0.062 −0.325***

（0.103） （0.111） （0.105） （0.100）
负债水平 −0.123*** −0.089** −0.129*** −0.156***

（0.039） （0.045） （0.040） （0.041）
两职合一 0.057*** 0.043*** 0.059*** 0.059***

（0.014） （0.016） （0.014） （0.014）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股权制衡度 0.007 0.017 0.005 0.019*

（0.010） （0.010） （0.010） （0.010）
高科技行业 0.716*** 0.396*** 0.723*** 0.414***

（0.018） （0.014） （0.019） （0.021）
市场化程度 0.042*** 0.023*** 0.041*** 0.029***

（0.006） （0.006） （0.007） （0.007）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014 −0.009 −0.009 0.030**

（0.013） （0.013） （0.014） （0.015）
地区外资水平 −1.037** 0.160 −0.895* −1.360**

（0.488） （0.445） （0.508） （0.569）
常数项 −1.609*** −0.869*** −1.732*** −1.880***

（0.170） （0.172） （0.180） （0.187）
行业和年份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R2 0.407 0.309 0.405 0.281
N 25 174 25 174 24 352 24 352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双尾显著，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标准误按异方差
的处理方法调整。
 

 七、  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

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①。

 ①引自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的讲话，新华网，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6/c_11830
1221.htm?wm=bookwap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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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生产关系和

要素结构的调整重塑，使得原本看似合理传统模式和交易模式出现了新的变革需求。开放、兼

容和共享是数字化的核心精髓，数字经济时代下提倡的万物互联、突破原有边界、去中心化理

念与传统宗族文化固守的差序格局下的强调圈子、圈层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

本文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效果既非现有理论预期的“融合促进”，
也非完全意义上的“碰撞冲突”，而是处于磨合适应的过程，“国家权力”背景下现代公司治理机

制对这一进程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的分析不但为研究新兴经济体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

制度视角，也可以为完善现有数字经济的政策体系提供有益启示。

（二）启示

第一，相关部门在解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过程中，不仅需要着眼于来自资金、设备

等有形门槛，更需要重视推动人们传统观念的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的变革。具体而言，在大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成为文化创新建设

的重点，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氛围，实现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国民的数字科学教育力度，加强“数字观念”和“信息

意识”，积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治理变革，具体而言，通过开

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信息知识教育，普及“开放、包容、民主、与时俱进”的市场精神，推动传统思

想和现代数字文明理念的相互借鉴融合。

第二，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科学优化高管团队来源构成，加大海外引智力度，提升研发创新

投入等措施夯实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微观基础，以更加积极包容的市场合作理念应

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接受不同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观念多样性和习惯差异性基础上开发

数字机遇，秉承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促进信息交流，在保障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情况下推动

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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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bootlegging,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bootlegging from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and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gative effect of bootlegging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is paper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cholars to stay abreast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bootlegging and provides insights for managers to accurately comprehend
and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employees’ bootlegg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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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veals that regional cla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trigger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that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It interpret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at the issue of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hotspot, expanding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can not only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evaluating the differences that affect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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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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